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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自 1983 年秋师从洪
焕椿先生研习明清史开始，即把江南社会经济
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，三十多年辛勤耕耘，取得
了丰硕的成果。至 2017 年 10 月，范金民教授
自己认定已有 110 余篇学术论文，其中绝大部
分正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。这些文章中，
2005 年以前发表的，已选录 36 篇论文和 2 篇
综述集为《国计民生: 明清社会经济研究》一书
(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9 月版，以下简称
《研究》) ; 2006 年到 2015 年发表的，选录 26 篇
论文和 2 篇书评集为《国计民生: 明清社会经
济新析》一书(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6 月
版，以下简称《新析》) 。从这两本书的文章数
量和时间跨度上，不难看出其为范金民教授的
重要代表性著作。
综观两书，计约 120 万字，探讨的内容主要
涉及商人商帮、商业纠纷、沿海贸易、海外贸易、
财政赋税、丝绸生产与贸易、城镇社会经济、房
地产文书、农业经济、宗族义田等方面，题域十
分广阔。
一、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的突破
范金民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时，即以“明清
苏州丝绸史”作为学位论文选题，为此他系统
收集了实录、政书、史著、方志、笔记中的相关资
料，还特意远赴北京，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
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，摘抄了户科题本、奏销
档、三织造档、内务府档以及相关古籍善本和胶
卷中的丝绸材料。以丰富详实的史料为基础，
加上长时间的辛勤耕耘，范金民教授在明清江
南丝绸史研究上作出了重大突破，《研究》一书
收有 6 篇相关论文。
关于丝绸贸易。《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
丝绸贸易》( 第 67-122 页) 一文，围绕江南与新
疆地 区 自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到 咸 丰 三 年 ( 1760-
1853) 长达近百年的大规模官营丝绸贸易，详
细统计每一年贸易绸缎数量及其在南北疆七个
贸易点的地区分配，分析了贸易绸缎的品种与
色彩，纠正了几十年来学界认为的江南三个官
营织局生产贸易绸缎的错误观点，指出贸易绸
缎乃是由官局购自民间，而其中的江南绸缎乃
是商品，并非一些研究者认为的清朝中央政府
供给新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一种“应用绸
缎”。《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》( 第 227-
245 页) 梳理了明清中日两国丝绸贸易的形式、
地点和双方交易的商品等内容，指出中国丝绸
出口日本从明清之际到康熙年间的由盛转衰，
并非中国限制出口的结果，而是日本对华丝绸
品需求减少的结果，日本国内生丝生产的发展
使其降低了从中国进口丝绸品的需求。
关于江南织造。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几
个问题》( 第 165-192 页) 指出清代江南织局的
生产并不存在长期以来认为的两种制度，“买
丝招匠”制和“领机给帖”制是同一回事，官营
织局对民间丝织业并无抑制作用，而是起到了
促进作用。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缎匹产量考》
( 第 193-209 页) 一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
收藏的涉及丝织产量方面的汉文档案，详细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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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了清代前期苏州、杭州、江宁三大织局的历年
产量，估算顺治到雍正年间平均年产量应该是
14000 匹至 15000 匹，乾隆年间到咸丰初年年
平均产量则是 13000 匹左右，纠正了上用缎只
有江宁局织造的观点，指出江南三大织局同时
织造了大批上用缎，只是数量多少不同而已。
《清后期江南织造的演变》( 第 210-226 页) 指
出，咸丰三年太平军攻下南京，咸丰十年、十一
年太平军先后攻占苏州、杭州，三地织局在战火
中破坏殆尽，等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后，立即着手
恢复江南各织局，但是江宁织局由战前的地位
最显赫降到了战后的最微不足道，而江南三大
织造局生产规模远远小于战前，再也无力承担
清王朝所需的全部丝绸精品，清廷开始采用局
织与市买相结合、江南与其他地区生产织品共
同利用的办法，如同治初年开始在四川、河南采
办缎匹，江南织局的衰败也从此无法扭转。
此外，《明代丝织品加派述论》( 第 149-164
页) 统计了明代自天顺四年到天启三年( 1461-
1623) 历年加派丝织品的主要部分，分析加派
原因乃是统治者的生活更加奢靡、官吏和内廷
奔走人数增加、赏赐激增，探讨了织造银筹集的
多种来源，指出加派使得内监为害东南地方和
民间丝织业。
二、明清商人商帮研究的推进
20 世纪 40 年代，傅衣凌先生等初肇商帮
研究的开端。80 年代后期以来，商人商帮成为
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，也是取得研究
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。范金民教授在此领域颇
有论述，二书即收其有关明清商人商帮的 14 篇
论文。
关于商帮兴起。《商帮探源述流》( 《新析》
第 83-99 页) 探讨了商帮产生的源流，指出其与
唐代以来货运业中的“纲”有所联系，到了清前
期，福建盐运业分地区为商纲承运盐斤，商纲被
称为“商帮”，“商帮”之名正式产生，只是当时
乃是以行盐的方向或地域来称帮，不同于后来
称某地的商人群体为帮，直到清末明初“商帮”
才普遍出现在文献记载中。《明代地域商帮的
兴起》( 《新析》第 100-118 页) 论述了安徽、山
西、陕西、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、江
苏各支商帮的形成。《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
会背景》( 《新析》第 119-142 页) 一文指出，明
代中期起，交通条件大为改观，商品生产日益发
展，商品流通愈形发达，白银逐步货币化，商业
税率相形变轻，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看法的
改变，构成了形成地域商帮极为有利的全国大
背景; 与此同时，各地商帮诞生地几乎都是人多
田少或者地瘠不足食用、人田矛盾较为突出、自
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，然而这些地方往往又
多土特产品或者特色商品生产发达，并且当地
人对经商大多持肯定或赞扬的积极态度，加以
明廷边防边贸和对外政策的一些有利因素，于
是形成各地商帮兴起的地域社会因素。
关于商帮经营活动。《明清时期活跃于苏
州的外地商人》( 《研究》第 536-550 页) 分析了
明清时期安徽、浙江、闽粤、秦晋、鲁豫、江西、两
湖、江苏等地商人在苏州从事的行业及其经营
活动。《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动》( 《研究》
第 551-589 页) 介绍了徽商较为集中经营的棉
布业及其加工业、丝绸业、粮食业、盐业、木业、
典当业，勾勒了其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，注意到
徽商通过寻求官府庇护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、结
交文人等非经济活动来为经营服务。《宁国商
人初探》( 《研究》第 590-607 页) 论述了明清时
期安徽宁国府籍商人团体即宁国商人或称为宣
州商人的兴起背景，考证其活动地域主要在长
江中下游地区，尤以江南、江西和汉口为麇集之
地，主要贩销家乡土特产品，在经营上依附徽
商、与徽商紧密联系，以家族为纽带、世代出外
经商，大力兴办义举善事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。
《明清洞庭商人家族》( 《研究》第 608-638 页)
一文指出，明清时期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的洞
庭东山和西山也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商人集团，
以苏州为依托，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临
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经营布匹贸易，西山商人
家族主要活跃于以长沙、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
游经营米粮绸布贸易，其以地缘为优势，以家族
姻亲为组织形式，一家一姓或若干个家族长期
麇集一地经营某种或若干种商品，有利于精通
某项商务、积累经营经验，从而能够及时掌握商
品信息、熟悉市场行情、减少中间环节、降低经
营成本，家族的商业组合集中在某地某业经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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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中、积累和扩大，有利于经
营规模的扩大。《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
间与原因》( 《研究》第 639-653 页) 认为，徽州
盐商称雄两淮的原因不能归结于实行不久的弘
治叶淇变法，而是因为开中法败坏，纳粮凭窝，
先要资格，商人角逐于上层甚至权力中央，徽州
甲第连云，无论中央还是地方，身居要职者多，
“善行媚权势”的徽商较之山陕商人有优势; 下
场支盐，角逐于淮扬地方，徽商有地理之便，也
较山陕商人有优势。《清代前期福建商人的沿
海北艚贸易》( 《新析》第 353-379 页) 一文指
出，清代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，福建商
人特别是泉州、漳州、福州和兴化四府商人不仅
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对江南、山东、天津和关东的
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，而且以沿海都市上海、苏
州、宁波、乍浦和天津等地为据点，以地域性商
业会馆为纽带，将闽、广、台地区盛产的大宗商
品蔗糖、果品、杂货，福建地区的大宗商品木材、
纸张、靛青、茶叶，源源不断地输向江南、华北和
关东大地，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、布
匹、丝绸、书籍，华北的杂粮，关东的大豆、豆饼
等商品运回，对沟通南北商品和保障民众生活、
增加国家财政税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《清代山西商人和酒业经营》( 《新析》第 380-
387 页) 一改过去主要探讨晋商金融业经营等
方面的做法，专文探讨晋商的酒业经营。《非
求生于近邑，必谋食于他乡———明清时期的无
锡商帮》( 《新析》第 388-398 页) 则专门考察一
向不太受人重视的无锡商帮的活动。
关于商人与区域社会的互动。《明清地域
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》( 《研究》第 654-689 页)
指出，明清时期各地域商人，在江南刻书印书、
贩纸贩书、收藏书画彝器，建戏馆、请戏班、捧名
角、赞助戏曲演出、推介戏曲流派，繁荣了江南
文化，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; 建造
了数百所各具地方建筑特色的会馆，从事各种
民俗活动，资助各种宗教文化设施，丰富了江南
大众文化的内容; 结交江南达官名士，以厚资博
高名，因各有所好而相互利用。《清代徽商与
经营地民众的纠纷———六安徽州会馆案》( 《研
究》第 709-723 页) 叙述了嘉庆年间徽商在六安
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涉讼的详细情形，揭示
了徽商好讼、擅讼的特点以及客商在异地经营
的不易。《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———以江
南为中心》( 《研究》第 690-708 页) 选择杭州、
南京和苏州三个徽商活跃的城市，考察徽商慈
善设施的建置与分布、创立意图、资金筹措、管
理运作等问题，藉以说明徽商乃至所有商帮直
到清末 仍 然 保 留 了 浓 厚 的 地 域 观 念 和 商 帮
特色。
三、明清社会经济史其他
相关议题的拓展
江南重赋是极为突出的历史现象，明清以
来一直备受瞩目。有关江南重赋的原因，明清
时人就有怒民附寇、籍没富豪田产、因张士诚之
旧、俗尚奢靡重税以困、杨宪加赋和民田变官田
等说法。今人或认为根本不存在重赋，或沿用
怒民附寇说，或主张官田重赋说，或新创经济发
展结果说。《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》( 《研究》
第 373-417 页) 从江南赋税不断增加的过程和
全国其它地区重赋产生的情形，重新探究江南
重赋原因: 江南重赋在于朱元璋沿用了前一个
政权的老办法，接收了前朝的全部官田，又加大
了打击江南富豪的力度，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了
大量官田。而从江南重赋形成后的历次减赋来
看，否认重赋存在和所谓重赋是经济发展结果
的说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。此文具体分析了苏
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应天、嘉兴、湖州、杭州等
江南八府田地税粮的具体数量及其在全国所占
比例，论证江南重赋不但重在定额且输纳倍费
的漕粮数量也最多; 进而论述了江南重赋带来
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，明清中央和地方政府通
过减征、免征、折征、降低考成标准、兴修水利、
修筑捍海塘等方式缓解江南重赋。
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，江南市镇史研究进
入了蓬勃发展时期，成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研
究领域的热点，范金民教授亦有相关论文。如
《明代南京经济探析》( 《研究》第 432-463 页) ，
将南京经济发展分为永乐迁都前、迁都后至嘉
靖、万历至明末三个阶段，并探讨了各个阶段工
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原因，认为南京经济的兴衰
深受政治变迁的影响。再如，《清代苏州城市
文化繁荣的写照———〈姑苏繁华图〉》( 《研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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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74-520 页) 利用《盛世滋生图》( 俗称《姑苏
繁华图》) ，结合文献考察，考辨出图中的店铺
字号 260 余家，认为清代前期的苏州，是少数几
个云集全国乃至外洋货物的商品中心，全国著
名的丝绸生产、加工和销售中心，全国最大和最
为集中的棉布加工和批销中心，江南地区最大
的粮食消费和转输中心，全国少见的金融流通
中心、刻书印书中心，颇为发达的金银首饰、铜
铁器以及玉器漆器加工中心，开风气之先和领
导潮流的服饰鞋帽中心，独步全国的美味美食
饮食中心，设施齐备、服务周到的生活中心，交
通便利的运输中心，同时揭示了图中代表苏州
文化的科举教育、戏曲丝竹、婚礼习俗、园林艺
术等丰富内容。此外，还有《明清时期苏州市
镇的 发 展 特 点》( 《研 究》第 521-535 页) 等
专论。
近年来，契约文书的整理或研究成果不断
涌现，范金民教授别出心裁，间有佳作发表。
《“草议”与“议单”: 清代江南田宅买卖文书的
订立》( 《新析》第 475-499 页) 通过分析日本东
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、京都大学法学部和东
北大学图书馆以及文献中收录的一些草议或草
议类文书，考察了“草议”或“议单”的形式与内
容，剖析其与正契的联系和区别，检视其效用与
落实，归纳其性质和特征，指出至迟康熙十年
( 1671) 在房地产交易中即已出现具立正式文
契前订立草议文书，草议文书的使用甚至延续
到民国时期，书立文契的主体即立议人均是与
议的中间人、见议人或亲友等，而买卖双方只是
允议人，其订立于买主卖主两造同意所议条件
之后、作成于正式契约之前，订立时买方会付以
预约定金，不同于未经官方盖印的“白契”那样
的“草契”，其与正契一样具有相应的法律效
力，但效力较弱，一般情形下，草议可悔、可修
改，但正契不能修改。另外，范教授还有《从分
立各契到总书一契———清代苏州房产交易文契
的书立》( 《新析》第 500-525 页) 、《从“分立各
契”到“总书一契”申论———清代杭州城田宅交
易文契的书立》( 《新析》第 526-540 页) 等探讨
契约文书的论文。
综观两书，作者的研究既有重点，又多方并
进，选题眼光独到，研究中不但注意挖掘利用许
多不为前人注意的新史料，同时也注意关注海
外相关研究成果，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全球视野
和不同一般的学术志趣。( 王昌宜: 《范金民著
〈国计民生———明清社会经济研究〉评介》，《中
国史研究动态》2009 年第 3 期) 需要说明的是，
两书的精彩，不是这篇短短的文章可以涵盖的，
若要比较深入的了解，最好的办法是亲自细细
研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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